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１００７３２。

①分见《东方学报》第 ７２、７３ "；京都，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１ 年。

②《文史》２０１２ 年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敕例”即被朝廷明确为具有行政指导意义的制敕，可以是行政成例，也可以

直接作出行政规定。具体解释可参此文。

③本文是在近乎现代法学“制定法”的意义上使用“法典”一词的，即无论其是否以原有制敕或法律规范为基础来编纂，均

是按既定程序和体例起草制订、统一颁行、篇章明晰、内容系统的制定法，而非现行法律法规的摘编或汇辑。参梅因：《古代

法》第一章《古代法典》，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 年；穗积陈重：《法律进化论（法源论）》第一编《无形法》第三章《规

范法》第六节《规范法之发达》、第二编《成形法》第三章《文字法》，黄尊三、萨孟武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

版；望月礼二郎：《英美法（新版）》第一篇《英美法总论》第三章《法源》第二节《判例法》、第三节《制定法》，郭建、王仲涛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 年。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 Ｎｏｖ． ２０１４ ／ Ｎｏ． ６

“法律儒家化”与魏晋以来的“制定法运动”

楼　 劲

［摘　 要］　 自汉魏之际到盛唐这四百余年的法制史上，出现了一个连绵不绝和逐浪高涨地强调

制定法（法典）作用和地位，而后又迅速消退衰落的历史运动。本文以此为背景，围绕着“为什么制定

法运动开启于魏晋时期”的问题，集中讨论了“法律儒家化”进程对于当时《律》、《令》形态进化、法典

在司法过程中作用和地位强化的影响。重新审视了“法律儒家化”命题的内涵和背景；分析了魏晋时

期把儒经所示礼法关系准则及相关理念贯穿于《律》、《令》，由此推动其体例较之秦汉发生了重大变

化的史实；讨论了法律儒家化进程所据古文经学的形态，及其甚有利于制定法理念和实践不断展开的

性质；明确了当时修撰礼典与制订《律》、《令》相互关联，遂使制定法运动与法律儒家化进程得以相伴

扩展的趋势。

［关键词］　 法律儒家化；制定法运动；魏晋南北朝

相较于秦汉时期的状况，魏晋定型的《律》、《令》体制已经发生了重大转折。中、日学者在这方面

已有长期的研究和丰硕的成果。近年以来继续对此展开的探讨，如富谷至先生的《'泰始律令への

道———第一部　 秦汉の律と令》、《'泰始律令への道———第二部　 魏'の律と令》二文①，已使学界

对这个转折及其相关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笔者也有《〈格〉、〈式〉之源与魏晋以来敕例的编

纂》一文②，讨论了《晋故事》以来各种敕例集的不断编纂及其对当时法律体系的影响，认为其体现了

一种尽可能对制敕、敕例加以约束的倾向，贯穿了强调《律》、《令》作用和地位的内在精神，既可视为

唐代《格》、《式》的“形成前史”，又可说是魏晋《律》、《令》体制完成重大转折所致的基本趋势，乃是

反映自来“制定法运动”持续兴起的重要表现。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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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由认为，这种持续而根深蒂固地强调《律》、《令》作用和地位的倾向，并不止是魏晋以来法制

发展的成果，也应视为魏晋时期《律》、《令》相继完成法典化，并且引出《晋故事》编纂等一系列事态

的重要推动力。因此，探讨这种倾向究竟如何发生和发展起来的问题，也就关系到了魏晋法律体系

相对于秦汉时期的转折，关系到了魏晋以来法制演化的根本走向，构成了法史学界不能不予以关注

的重大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西晋《律》、《令》观及其前提

着眼于制定法运动的发展来综观魏晋时期的立法，其最为突出的事态是：先有曹魏对《律》体的

整顿，使《新律》的法典性质得以空前凸现而臻于成熟。继而则是西晋泰始《令》体的改变和法典化，

另又编行《故事》与《律》、《令》协调发挥作用，以保障新《律》、《令》的稳定性和严肃性，约束各种制

敕和敕例对此的冲击。如此表现出来的进程，表明当时的立法活动中，业已持续涌动着一种明显的

制定法自觉和实践，遂使整个法律体系的发展逸出了秦汉以来因循的轨道，也以此展示了一个延续

至隋唐而波澜迭起的制定法运动的开篇。

这样的事实，本身就表明魏晋时期的君臣上下，已对法典的性质、作用和地位，有了远较以往深

刻的认识；也体现了当时朝廷极欲以法典来统一指导刑事和其他各项行政活动，相应则以各种敕例

居于其下来发挥作用的努力。以下无妨先来考察西晋泰始《律》、《令》施用之后的有关事态，以证时

人对其性质的新看法，在此基础上，严守《律》、《令》和强调其在整套法律体系中无可比拟的作用和地

位，在当时确已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趋势。

《晋书》卷三○《刑法志》载惠帝时政出群下，各立私情，每多“临时议处之制”，遂致刑法不定而

狱讼繁滋，遂有大臣上表力陈遵守《律》、《令》的必要，其事其论相当典型地体现了当时业已基本定型

而得公认的儒家化法律观及其影响。

其载当时尚书裴輎先表陈之有曰：

夫天下之事多，非一司之所管；中才之情易扰，赖恒制而后定。先王知其所以然也，是以

辨方分职，为之准局。准局既立，各掌其务，刑赏相称，轻重无二，故下听有常，群吏安业也……

刑书之文有限，而舛违之故无方，故有临时议处之制，诚不能皆得循常也。至于此等，皆为过当，

每相逼迫，不复以理，上替圣朝画一之德，下损崇礼大臣之望。臣愚以为：犯陵上草木，不应乃用

同产异刑之制。按行奏劾，应有定准，相承务重，体例遂亏。或因余事，得容浅深。

此奏借“先王”而言时制，说明了泰始《律》、《令》已定“准局”而“刑赏相称”的局面，据此表达了对当

时有法不依而辄别奏议处之习的痛心疾首。特别是裴輎概括这类做法的危害，“上替圣朝画一之德，

下损崇礼大臣之望”，其语显然蕴含了新《律》、《令》性质已不同往常，因而特须强调严格准此执行的

意思，令人对其究竟为何“崇礼大臣”，怎样体现了“圣朝画一之德”的问题产生悬念。

《晋志》续载其时刘颂为三公尚书，亦针对裴輎所痛心者而上奏：

臣窃伏惟陛下为政，每尽善，故事求曲当，则例不得直；尽善，故法不得全……古人有言：“善

为政者，看人设教。”看人设教，制法之谓也。又曰“随时制宜”，当务之谓也。然则看人随时，在

大量也，而制其法。法轨既定则行之，行之信如四时，执之坚如金石，群吏岂得在成制之内，复称

随时之宜，傍引看人设教，以乱政典哉……又《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

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法吏以上，所执不同，得为异议。如《律》之文，守

法之官，唯当奉用《律》、《令》。至于法律之内，所见不同，?得为异议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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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为驳，唯得论释法律，以正所断，不得援求诸外，论随时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①

此奏大意是泰始《律》、《令》已“看人设教”而“随时制宜”②，体现了当世政治与教化的基本准则，故

须强调“法官守局”而“奉用《律》、《令》”。其中建议的“依附名例断之”③，适可与上引裴輎所述“体

例遂亏”之语相证，说明《泰始律》确已集中通过《刑名》、《法例》篇的规定而通体贯彻了“圣朝画一之

德”。

《晋志》后文又载刘颂此奏下达公卿集议时，汝南王亮奏议有曰：④

夫礼以训世，而法以整俗，理化之本，事实由之。若断不断，常轻重随意，则王宪不一，人无

所错矣……周悬象魏之书，汉咏画一之法，诚以法与时共，义不可二。今法素定，而法为议，则有

所开长。以宜如颂所启，为永久之制。

这里所说的“礼以训世，法以整俗……王宪不一，人无所错”，似已透露了“看人随时”以设其教的泰始

《律》、《令》，及其所体现的“圣朝画一之德”，内核就是以礼为本，以法为用的礼、法关系准则和相关

理念，其中所寓“崇礼大臣”等一系列法意，也就皆是其贯彻了这种准则和理念的表现。

这三篇奏文在这一点上显然是完全一致的。其共同的背景，则是泰始《律》、《令》颁行以后，司法

过程仍在汉代《春秋》决狱，“原情定罪”的惯性之下，常因追求“尽善”而求“曲当”，遂致动辄上奏议

处而有法不依。故三人之奏，皆强调现行《律》、《令》已全面贯彻了先王、古人立法设教的基本精神，

并以“周悬象魏，汉咏画一”，“信如四时，坚如金石”为喻，明确了其作为法典统一了司法标准的权威

性，基此而提出了严格执法的建议。《晋志》载其结果是下诏准此定制，限制了法官动辄别奏议狱的

做法。这又说明三人之奏的确代表了当时对泰始《律》、《令》所具特性的主流看法，才会被视为解决

惠帝朝特定政治和法制问题的一种方案而予以落实。

由此联系《晋书》卷三四《杜预传》载其撰《泰始律注》，奏之有曰：

法者，盖绳墨之断例，非穷理尽性之书也。故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例直易见，禁简难

犯。易见则人知所避，难犯则几于刑措。措刑之本在于简直，故必审名分。审名分者，必忍小

理。

其述法“非穷理尽性之书”云云，针对的也就是后来刘颂上奏所说的“事求曲当，故例不得

直；尽善，故法不得全”。又《北堂书钞》卷四五《刑法部·律令十三》引杜预奏事有云：

被敕以臣造新《律》事，律吏杜景、李复等造《律》，皆未清本末之意者也。

当时法吏弄不清“本末之意”，也就是杜预注《律》之所以要说“审名分者，必忍小理”的原因。上引裴

輎奏文中的“中才之情易扰，赖恒制而后定”；刘颂奏文中的“看人随时，在大量也，而制其法”；都是要

明确这个道理。

泰始立法以来的这些言论，所欲纠正的其实都是承汉来《春秋》决狱之风，司法过程每欲“尽善”，

各家《律》注往往“穷理尽性”，以致“忍于小理”而把《律》、《令》条文束之高搁的状态。这当然不是

要清除儒经或经学对于法制的影响，而是在强调这种影响现在已有了更为直接有效的方式，其说其

论恰恰是以泰始《律》、《令》已贯彻了礼、法关系准则，体现了儒经所示法制原理为其前提的。除裴輎

等人所述以外，上引杜预明言“例直禁简”的目的在于“刑措”，“刑措”即是古圣王用刑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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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艺文类聚》卷五四《刑法部·刑法》亦引刘颂此奏，可与参校。

“教”即教令，亦即法令，亦寓政教合一之意。

其语是说《泰始律》中的《刑名》、《法例》篇已有《律》、《令》正文未及，法官如何根据法意推定其罪的条款。亦即《晋书》

卷三○《刑法志》载张斐《上律注表》所述的“《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皆随事轻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之所指。《唐
律疏议·名例篇》“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条即由此而来，《疏议》则以断罪

所据情理尤其是亲疏关系准则对此作了解释。

此条中华书局点校本《校勘记》引《通鉴考异》述其时汝南王司马亮已卒，《志》误。上此奏者应是别人。



参与制定泰始《律》的杜预显亦以此为其宗旨；其所要求的“清本末之意”，显然也是以如何方得臻于

刑措的“大道”来衡量的。《晋书》卷三○《刑法志》载张斐注《律》表上之，即阐述了当时公认的这个

大道：

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意善功恶，以金赎之。故《律》制生罪不过十四

等，死刑不过三……以人得罪与人同，以法得罪与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齐其防；亲疏公私，不可

常其教。礼乐崇于上，故降其刑，刑法闲于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叙，仁义明，九族亲，王道平

也。

现在已可明白，惠帝时期裴輎、刘颂等人要求严守《律》、《令》的倾向，实际上是与泰始立法已空

前明确地贯彻了儒家化主题的事实分不开的，遂使各种类同《春秋》决狱而欲在司法过程中另求“曲

当”的观点失去了根基，这才使要求严格“守法”、“守局”的主张占据了必要的道义高点而再难抗拒。

进而言之，正是由于当时《律》、《令》历经曹魏、晋初定型以后，已基本完成了全面贯彻儒经所示礼、法

关系准则的改造，也就在根本上扭转了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法律主体部分与统治指导思想和儒经

所示法理并不吻合的局面，撤除了因此而有法不依，另再引经据典来指导司法过程的合理性，从而使

严格执行《律》、《令》这两部法典的重要性迅速突出了起来，也就在观念和实践上催化了法典在整套

法律体系中的至上地位。

在西晋时期的上述法律观中，杜预所述“措刑之本在于简、直”的看法，张斐关于刑罚简明方合

“王道”的论点，显然并不形成于泰始《律》、《令》颁行之后，而是反映了一段时期以来对汉代法律滋

繁之弊的深刻总结，其基本立场与《汉书·刑法志》所论极相吻合，可证其在魏晋立法之时必已存在。

这就不能不令人意识到：这种《律》、《令》必须合乎“大道”并须具有相应形态的认识，不仅决定了强

调《律》、《令》作用和地位，以至于进一步主张法典至上的倾向；且必参与决定了曹魏和西晋的立法，

构成了推动其《律》、《令》形态进化，促致秦汉以来法律体系发生转折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在可能

影响魏晋以来新的《律》、《令》体制定型发展的多个因素中①，在考虑自来制定法运动兴起的原因时，

对于陈寅恪先生提出，至瞿同祖先生正面论证的“法律儒家化”进程，亟应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上来

重新看待。

二、“法律儒家化”命题及其内涵和背景

近年以来不少学者都对“魏晋以来法律儒家化”命题再作审视和讨论，其要是认为战国、秦汉法

律已在不少方面体现和维护了儒家推崇的纲常伦理和等级差异，故就儒家学说对法律的影响或法律

系统中的儒法相融进程而言，其起点当在战国时期，至秦汉而愈显露，再到汉武帝以来而大势已定。②

这些讨论多少都含有质疑旧说的成份，且常利用新出简牍资料补正其中不足，在有些方面确可

深化以往的认识。但也必须看到，无论把儒学对法律的影响提前至何时，其实都无碍于“魏晋以来法

律儒家化”这个命题的成立与价值，因为即便是质疑者也无不承认，魏晋时期确是“儒家学说对法律

渗透与改造”显著加速和深化的转折点，并突出地表现为《律》、《令》对儒经所示礼法关系准则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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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笔者认为，在学界业已提出的诸多考虑中：魏晋以来对汉代法制的反思、名理学的理论品格及其影响、文法吏地位下降

和司法权的上收及相应发展起来的行政一体化趋势，这三个因素均在魏晋形成新的《律》、《令》体制的过程中发挥过某种作

用。但对汉来法制的反思从属于法律儒家化进程，名理学的影响也是与之结合发挥作用的，其余则只提供了外在必要性而非

内在的推动因素。

参《中国法制通史》第二卷《战国秦汉》之《绪言》；韩树峰：《汉魏法律与社会———以简牍、文书为中心的考察》后论《从

法律、社会的变迁审视法律“儒家化”学说》。



关法制理念的全面贯彻。有必要代瞿同祖先生三复斯言的是：这一转折本来就是在汉武帝独尊儒术

以来，政治和制度越益深受儒家学说化染的基础上发生的，命名之为“法律儒家化”，可以说深刻揭示

了魏晋以来法律相较于秦汉时期转折变化的要害所在。①

自春秋晚期儒家形成以来，至战国百家争鸣而儒分为八，各家学说异同纷呈而交光互摄，各国各

时期政治和制度所受影响来源多端，也各渗透了基于自身社会基础的伦理准则和等级差异，这种前

提下自然只会有“儒家的影响”，而谈不上有什么“儒家化”进程。故严格说来，所谓“儒家化”，只能

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的事情，只有儒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逐渐确立，才有各种政治过程和制度

设置陆续被其整合和化染的进程，而其具体进度，自然又会因各时期儒学和各领域状况的不同而参

差不齐。

循此再加观察，较之官学、察举等先行的领域，法律在这方面显然是相对滞后的。《汉书》卷二三

《刑法志》末载有班固关于汉刑狱滋繁之弊的长论，一再强调其时“礼教不立，刑法不明”；“疾未尽

除，刑本不正”；亦即前文已着力陈说的“大议不立，遂以至今”之所指②，故其提出的解决之方，便是

要“清原正本，删定《律》、《令》”。

与之呼应的观念和实践，如《晋书》卷三○《刑法志》载东汉章帝时尚书陈宠以儒经为范请定刑

政，“谳五十余事，定著于《令》”；至和帝时宠为廷尉，又奏请删定《律》、《令》有曰：

臣闻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即

入刑，相为表里者也。今《律》、《令》，犯罪应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赎罪以下二千

六百八十一，溢于《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宜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应经合义可施行

者，大辟二百，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合为三千，与礼相应。其余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详除。使

百姓改易视听，以成大化，臻刑措之美，传之无穷。

此奏虽因陈宠不久得罪而未施行，其所阐释的礼、法关系准则和以“应经合义”来删定《律》、《令》的

要求，正与班固所述同出一辙。

这类议论，应当代表了东汉以来士大夫对汉兴二百余年法律体系所作的反思，其看起来针对的

是汉初以来法律滋繁之弊，实则显然是要求进一步确立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影响渐大的“德主刑辅”原

则，集中通过删定《律》、《令》来明确礼、法关系及法律体、用等一系列根本问题。

据此即可断定，汉武帝以来儒学影响法律的程度，直至东汉仍很有限而不宜高估。特别是《律》、

《令》的状态，在独尊儒术以来新形势下不断发展壮大的士大夫们看来，总体上是不合格的，亟待重新

删定以全面体现和贯彻儒学推崇的统治原则和法制理念，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统治过程和法制领域积

重难返的种种问题。

甚值注意的是，东汉以来士大夫们的这类立法主张，不仅要按儒家推崇的基本统治方略和礼、法

关系框架来界定法律体、用，而且要以儒经所述法制为范来改造法律，特别是把那些象征着圣王之治

的理念、范畴，也尽可能落实于《律》、《令》之中。

像上引班固之论，即曾着力阐释了《周礼》中的“五听、八议、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之为刑事

立法应当取仿的准则，这也就是曹魏终于把“八议”修入《新律》的因缘，由此不难联想“五听”之类当

时亦被修入《新律》的可能。至于《泰始律》的“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则不仅切实体现了班固

０６５

①

②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附录《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一文包括了三个基本观点：一是秦汉法律为法家所拟订，纯本

于法家精神；二是法律之儒家化汉代已开其端；三是儒家有系统之修改法律自曹魏始。至今看来，瞿先生对此的具体表述和发

挥容有可商之处，但总体上仍无可置疑。

其述成帝有鉴于汉初以来法令“日以益滋“，下诏审核，“务准古法”；而“有司无仲山父将明之材，不能因时广宣主恩，建

立明制，为一代之法，而徒?摭微细，毛举数事，以塞诏而已。是以大议不立，遂以至今”。



强调的“刑本”，也应是对“八议”体现的礼制身份等级的进一步贯彻①。又如班固、陈宠皆要求删定

《律》、《令》为三千章，减大辟为二百章，其意是要合乎《尚书·吕刑》所述之数②，同时也是要使之

“与礼相合”，即与《礼记·中庸》的“威仪三千”相配来体现礼法合一之义③。而泰始所定《律》、《令》

合共二千九百二十六条，举其大数仍为“三千”，恐怕也是受到了上引班、陈所述观念的影响。

因此，正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法律领域越益被认为“大议不立”、“刑本不正”的滞后态势，以

及东汉以来这类高举“清原正本”、“应经合义”旗帜，要求准此来通盘“删定《律》、《令》”的立法主

张，奠定了魏晋立法的现实基础和指导思想，规定了其方向、主题和内容特色，使之构成了儒家推崇

的理念、准则全面贯彻和真正落实为《律》、《令》条文的明确起点。《晋书·刑法志》所述魏晋立法背

景，之所以特别接续了《汉书·刑法志》关于法律体、用问题的论述，也正是晋唐间人确认魏晋立法和

法律围绕班固所述立法主题和任务而转折发展的体现。④

故历史地看，所谓“法律的儒家化”，显然要较“儒学对法制的影响”更进一步，指的实际上是按儒

经所示礼法关系和相关准则、理念来系统地改造法律，本就不能脱离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法制领域

形成的问题及其解决过程来加以讨论，而是一个有其特定内涵和时间起迄点的完整历史进程。瞿同

祖先生之所以把法律儒家化进程的起迄点定在魏晋至隋唐，即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综据其间立法和

法律体系的总体状态而作出的判断。⑤

三、法律儒家化与制定法运动的关联

法律儒家化既然是“按儒经所示礼法关系和相关准则、理念来系统地改造法律”，则其与制定法

运动兴起和发展的关联，也就易于理解了。

从立法过程来看，要把儒经所示礼法关系和相关准则、理念全面贯彻于《律》、《令》，也就首先要

结合本朝实际，明确各种儒经、注疏中有所出入的这类关系、准则和理念，将其要义统一起来并形成

标准解释，再将之系统地贯彻于《律》、《令》之中。而这显然并非随事随时所下敕例及对之简单编辑

所能做到，也非对法律条文作些局部的改动、补充可以达成。为之就只能通盘讨论斟酌，重新起草和

安排其条文、篇章，才能使整部法律前所未有地围绕礼法关系而获得全新的中心思想，呈现相应的纲

目结构、条文关系及其各项规定内涵的周延性。应当指出，这种围绕特定观念和范畴体系，来全面制

订其条文、篇章，使之相对于所取材的现行法律具有空前系统性、普适性和稳定性的编纂过程和目

标，体现的正是制定法的根本立法特征，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典”之所以产生的必由之途。

即就魏晋《律》的制定而言，《刑名》篇的创设，无疑是曹魏《新律》得以改造《律》体和完成其法典

化的重要一步，可以视为制定法运动兴起的标志性事件。而现在看来，《新律》之所以“集罪例以为

《刑名》，冠于《律》首”，固然在方法论上受到了名理学的某种影响，但其内在的和直接的原因，还是

其先就确立了“更依古义制为五刑……凡三十七名，以为《律》首”的总纲⑥。确立这个显属取本或附

会儒经的刑名总纲，既是法律儒家化进程的典型表现，又有力地推动了《律》典体例和内容的进化，其

０６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祝总斌：《略论晋律之“儒家化”》，《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５ 年第 ２ 期。
《尚书·吕刑》述“五刑之属三千”为：“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

《礼记·中庸》：“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郑注：“言为政在人，政由礼也。”

唐修《晋书》多本臧荣绪等各家《晋书》，其《刑法志》叙次自亦有其所本。

瞿同祖《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一文最终的结语曰：“归纳言之，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可以说是始于魏晋，成于北魏、北齐，隋

唐采用后便成为中国法律的正统。其间实经一长期而复杂的过程，蕴酿生长以底于成。”

《晋书》卷三○《刑法志》所载《新律序》节文。



在当时即已统领了《新律》其余各篇条文的规定和安排，更为此后各朝立法继续按儒经所示来讨论、

调整“五刑”体系，包括历代聚讼纷纭的“肉刑”存废问题提供了基础。由此不难体会，法律儒家化进

程自开始阶段以来，即已持续影响和推进了制定法运动不断展开。

再看“八议”入《律》，“亲、故、贤、能、功、贵、勤、宾”这八个原出《周礼》的范畴，实际上涵盖了人

们的各种身份地位和相互关系，故其一旦明确成为有罪必须议请和据以量刑与夺的法律身份，也就

宣告了儒经所示的礼制身份等级内容向《律》文的全面渗透。其具体影响《律》文规定的状态，则如

《晋书·刑法志》所存《新律序》节文所示：

改《贼律》，但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要斩，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至于

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或枭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贼斗杀人，以劾而亡，许依古

义，听子弟得追杀之……正杀继母，与亲母同，防继假之隙也。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得异财也。

殴兄姊加至五岁刑，以明教化也。

作为对《新律》条文要义的概括，上引文提到的“家属”及“祖父母、孙”、“三族”、“子弟”、“继母”及

“亲母”、“父子”、“兄姊”，固然都是长期以来影响法律和司法活动的亲属关系范畴，《新律》却在这方

面突出地呈现了新的倾向，即在各种定罪量刑规定中，一一对此作了精细的亲疏辨别，足见其背后存

在着一个重新界定过的亲属关系序列。故其至少可以反映“八议”中的“议亲”入《律》之际，必据儒

经所示而对各种亲属关系进行过通盘梳理和界定，又深切地指导了有关《律》条的制定过程。也正像

“五刑”成为刑名纲要所发生的影响那样，“八议”入《律》同样开启了此后各朝定《律》之时，结合儒经

中的相关范畴和当时礼制等各项制度的情况，来重新梳理和界定这八种法律身份，以此规范相关

《律》条内容的进程，也就持续以此推进了制定法运动的延伸和发展。

由此看来，《泰始律》的“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正应是对“八议”入《律》所含法理的继续

发挥。从大逆无道从坐“不及祖父母、孙”及“夷其三族，不在《律》、《令》”，可以看出《新律》区别对

待的亲属关系范围要小于“三族”①，父子关系确在其中居于核心地位。《泰始律》则明确了亲属关系

至“五服”而止，故当时立法必据《仪礼·丧服》等篇所述，对《律》文涉及的亲属关系重新进行了界定

和调整；至于“准五服以制罪”原则的确立，更表明《丧服》等篇所示的五服范畴及其内涵，已被全面转

化为特定的法律权利和义务。这就反映了《泰始律》在贯彻儒经所示“亲亲”和“尊尊”的礼制内核

时，所已达到的空前程度②，也就构成了其在儒家化程度上要比《新律》更为全面和彻底的重要标志。

其余如《晋书·刑法志》述《泰始律》较之《新律》调整的有关规定：

……除谋反嫡、养母出女嫁，皆不复还从父母弃市……重癚伯、叔母之令，弃市；淫寡女，三

岁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娉为正，不理私约。

上述条文，即可视为泰始定《律》重新梳理儒经所示“五服”和婚姻关系范畴，将之转化、落实为具体条

文的结果。至于《泰始律》新创的《诸侯》篇，《晋书·刑法志》述其直接取本“周官”的有关阐述制定

而成③，近年甘肃玉门花海出土的《晋律注》残文，其中属于“诸侯律注第廿一”的，即存有下列两行文

０６７

①

②

③

“三族”汉来解释不同，有释为“父族、母族、妻族”者，有释为“父母、兄弟、妻子”者。参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之《刑法分

考一》“夷三族”条。

关于《周礼·天官冢宰》篇及《礼记·丧服小记》所述的“亲亲”和“尊尊”及其相互关系，参钱杭：《周代宗法制度史研

究》第六章《宗法伦理结构类型》，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
“周官”二字，中华书局点校本加书名号。今案魏晋以来所称“周官”常指《周礼》，其中确有多处提到了诸侯之政，如其

《地官司徒》篇有大司徒“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作民职，以令地贡，以敛财赋，以均齐天下之政”之说，可供

《诸侯律》编纂所取材。但孔传《尚书》也有《周官》篇，其中提到“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并有诸侯定期朝觐和天子对

之巡考之制。故《晋书》此处“周官”，亦可理解为兼指两者。



字：①

贡赋□废王职不［

擅□土田□□□［

这种关于诸侯王国“贡赋”和“土田”等事的违法惩处规定②，即应体现了《尚书·周官》篇和《周礼·

地官司徒》篇相关内容对之的影响。凡此之类，都可归为法律儒家化在西晋的新进展。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泰始律》以礼入法和取本儒经定其条文的要旨，不少都是与今存《泰始令》

佚文相辅相成的。如张鹏一辑存、徐清廉校补的《晋令辑存》卷三《复除令第十一》辑有一条《晋令》：

庶人遭三年丧者，复除徭役。

此条究竟是否《晋令》佚文尚有问题，但《晋令》中自应有此规定③。大体自晋武帝泰始元年下诏吏民

为父母服三年之丧，其中即有庶人复除二年的内容，这些规定至泰始三年立法之时，必被斟酌完善而

修入了《令》文。可与参证的如《太平御览》卷七七五《车部四·骡车》引《晋令》曰：

乘传出使，遭期丧以上，即自表闻，听得白服乘骡车，副使摄事。④

在儒经所示守丧概要中，丧制与“五服”密切相关，这里所谓的“期丧以上”，指的即是三服之内丧期一

年以上的亲属之丧，其中也包括了为父母服“斩衰”的三年之丧⑤。故这条《晋令》当可说明五服丧制

大体上已正面规定于《令》中，且其显然是与《泰始律》中业已全面明确的“五服”和有关定罪规定相

配套的制度。

又《初学记》卷二七《宝器部·绢第九》引《晋令》：

赵郡、中山、常山国输缣当绢者，及余处常输疏布当绵绢者，缣一匹，当绢六十丈；疏布一匹，

当绢一匹；绢一匹，当绵三斤。⑥

是各王国贡赋之制已一一明定于《令》，可称是儒经所示诸侯定其土宜输赋之法的具体化。以此参照

上引《诸侯律注》关于王国贡赋有缺的处罚条文，又具体地展示了《令》定事制而《律》正罪名的辅成

关系。

再如《魏书》卷一八《太武五王传·临淮王谭传》附《元孝友传》载其东魏时奏表有曰：

古诸侯娶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晋令》：诸王置妾八人，郡公、侯妾六人。

“古诸侯娶九女”，典出《春秋公羊传》，东汉《白虎通·嫁娶》篇承此为说⑦，指媵婚制下诸侯娶一妻而

０６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花海所出《律注》书于木制棺板之上，因出土匆促不及处理而木板毁裂，今存其文残零不堪，其中“诸侯律注第十九”、

“诸侯律注第廿”、“诸侯律注第廿一”之字尚属可辨，其下条文如“诸侯谋反、反叛”、“犯《律》”、“卿相”等王国官犯罪处置、王

国人口流亡及管理等条，虽不完整而皆残存部分文字。参见张俊民：《玉门花海出土晋律注》。

《宋书》卷一四《礼志一》述蕃王朝觐之制有曰：“晋泰始中，有司奏：‘诸侯之国，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为二番，三岁

而周，周则更始。若临时有故，却在明年。来朝之后，更满三岁乃复，不得从本数。朝礼执璧，如旧朝之制。不朝之岁，各遣卿

奉聘。’奏可。”这类记载，应当也反映了《诸侯律》的相关内容。

《晋令辑存》称其出于“《通典》一○八引《晋令》”。今案《通典》卷一○八通篇为《开元礼类纂三》，包括“君臣冕服冠衣
制度”直至“杂制”等五个部分，其所引皆为《唐令》，且不见有此内容。惟《通典》卷八○《礼四十·凶二》“总论丧期”载“晋武
帝泰始元年，诸将吏二千石以下遭三年丧者，听归终宁，庶人复除徭役二年”。《宋书》卷一五《礼志二》亦载此诏而无“二年”两

字。又《晋书》卷三《武帝纪》载帝告天登位于泰始元年十二月丙寅，是其登位不久即下此诏。

《宋书》卷一八《礼志五》述车舆之制引《晋令》引此脱一“期”字。

《礼记·中庸》：“期之丧，达乎大夫。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晋令》的这些规定显然体现了此

义。

《晋令辑存》卷三《户调令第九》此条据王国维《释币》一文，指出其“疏布一匹，当绢一匹”义不可解，疑应是“疏布六丈

当绢一匹，一匹当绵三斤”。

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 １９９４ 年版）卷十《嫁娶》“论天子嫡媵”条：“天子、诸侯一娶九女者何？重
国广继嗣也……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万物必生也。”同篇之“论同姓诸侯主婚”条：“卿大夫一妻二妾者何？尊贤

重继嗣也……士一妻一妾何？下卿大夫，礼也。”元孝友所说的古者“士有一妻二妾”显然与之不同，《礼记·曲礼下》“士不名

家相、长妾”句孔疏引“熊氏云：“士有一妻二妾。”是熊安生《礼记义疏》有此之说，应出自徐遵明门下的三礼学。



有八妾①。大约自郑玄沟合今、古文经学以来，天子、诸侯嫔妃之制，常被魏晋以来视为周公制礼的产

物，属于广义的“周礼”，《晋令》定诸侯王妾八人，下至公、侯减至六人，显即本此而来，并与当时“撰

周官为《诸侯律》”之义相契合。

这些事例大致应可说明，泰始立法在把儒经所示礼法关系和有关准则、理念进一步贯彻于法律

时，实已较之以往发生了一个突出的变化，即服从于此来通盘考虑和兼顾《律》、《令》的制定及其匹配

关系，也就必然要重新起草和调整两者的相关规定。这自然是与西晋政治和各项制度的儒家化程度

更趋深化的大势相符的，同时又构成了标举“诸生”出身的司马氏集团，之所以能在《令》的法典化上

迈出关键一步的重要契机。而其原因亦如前述，随事随时下达的敕例及其汇编，实际上很难系统体

现儒经所示礼法观念，只有通盘重新起草的制定法，才是达成这种要求的合适形式。特别是要结合

本朝实际，讨论斟酌儒经所示准则、理念及其相互关系，将之有选择地转化为切实可行和足以匹配的

《律》、《令》条文，只有制定法才能做到。

由此再看杜预所说的“法者绳墨，非穷理尽性之书”，其所反映的正是泰始立法围绕儒经疑义展

开的讨论，以往各家《律》注亦必因此而枝节纷歧；故其进而申述的“文约例直、易见难犯”要求，也正

是要明确强调起草法典的文例，决不能像解经那样来繁琐论证或微言大义②。就这样，既要通盘贯彻

同一套礼法观念，以此来涵盖各项制度而不再限于刑事领域，又要将之化为文字简约而义理明白的

法条，泰始《律》、《令》就必须删除各种芜杂累赘的无关文字，也只能形成某种并行互辅关系。其结果

也就无法再像汉魏那样，现成地以敕例为《令》来随时随事或将之编集成篇来补充《律》的规定，于是

便形成了《律》正罪名，《令》定事制，两者共为法典而相辅相成的新体制。当此之时，法律儒家化在当

时的进一步发展，显然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再从司法过程来看，儒经所示礼法关系及其相关准则、理念的系统贯彻于《律》、《令》，既然是相

对于秦汉时期法律构成的重大变化，体现了法律领域“大议”已立、“刑本”已正的新局面，也就尤其需

要强调这两部新法典指导司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前面所述惠帝之时裴輎等人所奏，即反映了当时

法官或泥于旧习，对泰始《律》、《令》已是全面贯彻了儒经所示法制要义的法典，尚有一个适应过程，

遂有必要再三申述“圣朝画一之德”，更加严格地要求断罪必依《律》、《令》正文，正文所无者则依“名

例”所示法意断之。

事实上，同类申述在惠帝以前就已构成了有关司法问题的一个焦点，如《晋书》卷五九《赵王伦

传》载其武帝时事：

封琅邪郡王，坐使散骑将刘缉买工所将盗御裘，廷尉杜友正缉弃市，伦当与缉同罪。有司奏

伦爵重属亲，不可坐。谏议大夫刘毅驳曰：“王法赏罚，不阿贵贱，然后可以齐礼制而明典刑也。

伦知裘非常，蔽不语吏，与缉同罪，当以亲贵议减，不得阙而不论。宜自于一时法中，如友所正。”

帝是毅驳，然以伦亲亲故，下诏赦之。

时值泰始《律》、《令》颁行后不久③，其事具体地说明了当时法官在如何贯彻“齐礼制而明典刑”的根

本法意，怎样执行“亲、贵议减”的《律》文时，确有难以平衡其间关系的疑惑存在。这自然是“八议”

０６９

①

②

③

《公羊传》庄公十九年“四月秋，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条：“媵者何？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癙、娣从。癙者

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诸侯一聘九女，诸侯不再娶。”其大意是诸侯娶一国之女为妻，其妻之侄女及妹各一人陪嫁，另

有与妻国同姓之二国之女各一人及其“癙”、“娣”各一人陪嫁，如此共为九女，一妻八妾。

杜预要求的“文约例直、易见难犯”，应当总结了长期以来法律起草的文例，这在出土简牍所示秦汉《律》文中可以说基

本上也是做到了的。故杜预强调“文约”和“易见”，针对的一方面应是当时把儒经所示观念系统贯彻于法律的新情况，另一方

面则是汉魏时期尚以敕例及其汇编形式而存在的《令》文的状态。

《晋书》卷三《武帝纪》载伦封琅邪王泰始元年十二月丁卯，《刑法志》载文帝始定律令，杜友已为廷尉，与贾充等人共与

其事。《晋书》卷四五《刘毅传》载其“武帝受禅，为尚书郎、驸马都尉，迁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帝以毅忠蹇正直，使掌谏官”。

其任谏议大夫当在泰始三年后。



入《律》以后带来一系列执行问题的缩影，而刘毅则要求依《律》先定其罪再行议减，以此阐明了其间

理致，强调了各项《律》文规定的严肃性。其所展示的，同样是法律儒家化必然要更加强调严格执法

的逻辑。

非但如此，既然要强调《律》、《令》这两部法典指导司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也就势必要面对如何

处理制敕或敕例与法典的关系问题。前面所引《晋书·刑法志》载惠帝时刘颂的奏文，其中有一段文

字即论及于此：

……夫出法权制，指施一事，厌情合听，可适耳目，诚有临时当意之快，胜于徵文不允人心

也。然起为经制，终年施用，恒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远有所

苞。故谙事识体者，善权轻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远，忍曲当之近适，以全简、直之大准。不

牵于凡听之所安，必守徵文以正例。每临其事，恒御此心以决断，此又法之大概也。

这里的“法”，其实就是指泰始《律》、《令》①；故“出法权制”，也就是出乎《律》、《令》“经制”之外，随

时随事处分政务或做有关规定的制敕或敕例，遂可理所当然地将之称为“权制”。刘颂在此申明的道

理，是作为“经制”的《律》、《令》，在着眼于远、大的性质和简、直的形态上，均非作为“权制”而临时下

达的制敕或敕例可比。故其认为君臣皆须以《律》、《令》为司法的准绳，不以制敕或敕例来妨害这一

“大准”，每事以此为心正确决断。这种区分“经制”和“权制”，要求制敕或敕例总体上应在《律》、

《令》之下来发挥补充和辅助作用的认识，实已开启了强调法典地位势必要相应约束敕例作用的趋

势，其影响是极为深远的。②

至此已可明确，法律儒家化进程既然是按儒经所示礼法关系和相关准则、理念来系统地改造法

律，也就内在地蕴含了强调制定法作用和地位的倾向。表现为其势将通过立法来体现圣王治理之道

和社会的终极公义，并因必须把相关观念贯穿于中而导致了其篇章、条文的系统性、普适性和稳定

性，从而推进了其所立之法或敕例编纂的法典化；同时也表现为司法过程必然因此而特别强调法典

地位，强调其统一指导举国行政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相应则以尽可能约束敕例的作用为其特色。

四、古文经学与法律儒家化及制定法运动

在得到了以上认识之后，关于法律儒家化与制定法运动的关联，还有两个问题也值得在此一提。

在此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儒经的形成、传承和诠解各有其系统，不同的经典文本和学说具有相当不同

的内涵和影响。在考虑魏晋以来法律儒家化和制定法运动之所以兴起的问题时，不能不注意到：今

文经学的官方地位被古文经学全面取代，正是始于魏晋，且其局面大体上一直延续了下来。③

法律儒家化和古文经学的兴起之间，确实存在着某些关联。前已提到，东汉班固呼吁法律的儒

家化，即以“复古”、“稽古”为说④；曹魏《新律》和西晋《泰始律》，也确是“依古义”来制定“五刑”和

０７０

①

②

③
④

上引文中“谙事识体者，善权轻重……以全简、直之大准”这段文字，几乎全从前引杜预奏上《律注》所述“必忍小理”及

“例直易见，禁简难犯”之论化出。

《晋书》卷三○《刑法志》载东晋草创之时，“议断不循法律，人立异议”，元帝主簿熊远遂奏：“权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
行，非臣子所宜专用。主者唯当徵文据法，以事为断耳。”《宋书》卷六○《王韶之传》载其武帝初为黄门侍郎之事：“有司奏东冶
士朱道民禽三叛士，依例放遣。韶之启曰：“尚书金部奏事如右，斯诚检忘一时权制，惧非经国弘本之令典……。”《魏书》卷一

五《昭成子孙传·常山王遵传》附《元晖传》载其孝明帝时上书论政，称河北饥馑积年，“自非更立权制，善加检括，损耗以来，方

在未已。请求其议，明宣条格”。凡此之类，皆反映了“经制”、“权制”之别的后续状态。

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汉魏博士考》，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年。
班彪、固父子俱为“通人”而好古文经学，《汉书》处处体现出来的古文经学倾向即可为证。



修入“八议”的。其所称之“古”，固然都有比附古圣王之治的寓意，但也皆与古文经学所宗义旨合

辙①。再如东汉陈宠的立法主张与班固略同，史载其“家传法律而兼通经书”②，曾祖陈咸且曾为王莽

“讲礼祭酒”③，是其家学必通古文经学。又曹魏立法时，清理汉代以来各家《律》注，下诏“但用郑氏

章句，不得杂用余家”，而郑玄之学虽兼综今、古而称“通学”，其底色或主干却仍是古文经学④。西晋

立法的重要人物杜预曾撰《春秋左传集解》，本是当时古文经学的大师，其定《律》撰《注》自亦受此影

响。张斐《上律注表》述《泰始律》规定讯囚论罪，须精辨罪犯“声色”、“视息”等项徵象，即是其中采

纳了《周礼》“五听”之说的表现，而《周礼》更是古文经学最具代表性的经典。

因此，从东汉以来士大夫提出“清原正本”、“应经合义”、删定《律》、《令》的主张，到魏晋时期这

些主张的真正落实，亦即法律儒家化进程的展开，正是与东汉以来古文经学影响愈大，至魏晋则全面

上升为官学的事态啮合在一起的。而这自然是因为古文经学倡导的经典义理和相关诠解，要比今文

经学更加适宜于“托古改制”，也更合乎法律儒家化所坚持的立法主张的缘故。就是说，古文经学的

兴起，应当不仅是为法律儒家化进程提供了可供依据的儒经文本和诠解，也为这一进程的开启和发

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和动力。

既然如此，古文经学与制定法运动兴起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联，也就成了一个亟值注意的问题。

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的总体趋势，是经学在多个方面对政治和社会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而比之

于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在内容和形态上显然存在着若干更加有利于制定法观念和实践发展的特色，

其在这方面所起作用当不下于学界已提到的玄学或名理学。

如《周礼》，作为古文经学的重要经典，向被视为“周公致太平之法”，故其从内容到形态，均可直

接看作是一部寄寓了古代圣王治道理想的制定法。且其自西汉末年即已指导了某些制度的调整，王

莽时期更隐隐是其托古改制的重要蓝本，东汉以来其影响仍在持续深入之中，前述班固之论即徵引

了《周礼》中的多个法制范畴，直至魏晋把其中的“八议”、“五听”之类修为《律》文，另又据其各篇所

述创辟和调整了礼仪、职官等一系列制度⑤，这都拉出了《周礼》不仅影响愈大，且亦陆续被付诸实

施，切实指导了某些改制、定制活动的线索。由此不难推知，《周礼》这部“圣王制定法”的影响越大，

对其有关范畴、理念的实践越是扩展，强调制定法作用和地位的倾向就会越是深入人心。因此，当影

响渐大的古文经学到魏晋终于被立于官学，《周礼》的影响，特别是其对行政过程和各项制度包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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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班固之论深受《周礼》影响，“五刑”、“八议”在《周礼·秋官司寇》篇中确具指导刑事的纲领性地位。此外，如《三国志》

卷二一《魏书·卫觊传》裴注引《魏书》汉末“台阁故事散乱……觊以古义多所正定”。《晋书》卷四《惠帝纪》末载帝为太子时，

武帝命其试决尚书事，“贾妃遣左右代对，多引古义”。《宋书》卷四○《百官志下》载“诸官府至郡，各置五百者……依古义也”。
其“古义”皆可兼指古文经义。

《后汉书》卷四六《陈宠传》。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载始建国三年置“六经祭酒各一人……沛郡陈咸为讲礼”。其时所讲自必包括了古文经学

的《周礼》和逸礼。又王葆糱认为王莽此时为讲礼祭酒的是陈咸长子陈参，《后汉书·陈宠传》则受其家传影响而强调了咸及

子参、丰、钦（宠之祖父）在王莽时“去职”、“解官”之事。见所著《今古文经学新论》第三章《古文经学及其流派》五《周官的传

承谱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
参周予同，《经今古文学》四《经今古文的混淆》《周予同经学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 年。
《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载建安二十三年六月令定葬制，即引《周礼·春官宗伯》篇冢人职文为说；《宋书》卷一四

《礼志一》载魏文帝黄初元年诏定服色，“宗庙所服，一如《周礼》”；同书卷一六《礼志三》载魏明帝时曾据《周礼》而定武宣皇后

配祀北郊及文帝甄后别立寝庙，卷一九《乐志一》则载魏明帝据《周礼》定诸宗庙乐舞之制。西晋这方面的事例更不胜枚举，如

封爵的五等之制，官制的“上公”、“太宰”之设，舆辇的“五路”之制，田赋的“限田”、“占田”之法，后妃如“三夫人”、“九嫔”之

设，皆取鉴《周礼》而来。



律制度的影响，自亦随之进一步扩大，也就推进了制定法理念和实践在当时的显著发展。①

再如郑学，前已指出郑玄之学虽沟合今、古而称“通学”，然其所宗仍为古文经学。郑学在东汉末

年已颇流行，魏晋以来一直都在官学所立各家古文经解中居于突出地位，当时古文经学的状态和命

运，很大程度上可说是以郑学为代表的②。郑玄晚年自道毕生之志，是要“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

不齐”③，即要把后世纷纭不已的经义解释，统一到先圣的本意上来。这个圣意在其看来即集中体现

于“三礼”尤其是《周礼》之中，故郑学的核心亦为“三礼注”而尤重《周礼》，以致于后来的经学家们常

把郑学称为“礼学”④。而其要则可概括为发明、融通和简化古礼中的义理，推动古礼与当世秩序的

啮合，促使其转化成为现世可行之礼。正由于此，郑学影响的不断扩大，既表现为汉末以来礼学在经

学体系中地位的日渐加重，至魏晋以来甚或把《礼》视为六经之“本”⑤；也表现为汉魏以来人们论及

规范常以“礼”、“律”并举⑥，其所反映的正是当时士大夫对礼、法关系的强调及相关认识的深化；更

表现为《周礼》地位的不断提高，郑玄对此的注解成为礼学关注的中心，并在依本《周礼》展开的立法

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就是说，无论是法律儒家化进程特别重礼和讲究礼、法关系的倾向，还是

制定法理念和实践通过取鉴、贯彻《周礼》有关范畴而不断发展起来的历程，其背后实际上都存在着

郑学的影响。

应当说，仅有《周礼》这样的典籍或仅有郑玄这样的学者，其影响都不可能达到两者结合到一起

以后的地步。正是由于古文经学在文本和诠释上的这种风云际会的独特性，决定了其更加适合于两

汉发展起来的政治和社会需要，奠定了其在魏晋以来官方经学中的主体地位，同时也构成了其所以

能够在法律儒家化和制定法运动中发挥一定指导和推进作用的历史因缘。

除此之外，古文经学与制定法运动的另一层关联亦值注意。当经学集中承载了官方意识形态以

后，贯彻儒经所示准则实为必然之势，定其文本，明其字句及所示义理，据以省视和指导行为亦属理

所当然。不能不说其事极近于法律付诸实施的状态，尤其是本就具有规范性质的礼经、礼文的践行

过程，与法律实施过程的相像之处就更为明显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古文经学的一系列有别于今

文经学的形态或风格，确实大都隐隐与制定法的状态合拍，且甚有利于法定主义影响的扩大。即就

公认的今、古文经学各自特征⑦，与法制领域的状态比较而言：

一是今文家甚重经典的口传心授，而古文家更重其古传的写本；比之于法制领域，前者显然有类

于《律》文义旨在法吏之间的心法别传，即便形诸文字自无妨稍异，后者则更近于法典定本而不容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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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谷至《#泰始律令への道———第二部　 魏#の律と令》在文末指出：促成西晋《律》、《令》成为两种法典的，有“书写材
料从简牍向纸的变化”这种“物理性的外因”在起作用。此外，“内在的思想性原因也值得注意，这就是隆盛于东汉时期之礼教

之义的礼的理念被采用为现实的法令……以《周礼》为代表的礼典只不过是记载了理想统治方式的经书，但是在应当制定以典

籍形式表现出来的令典时，它们推动了行政法规典籍的诞生。在内因与外因的双重推动下，晋泰始律令诞生了，这就是本文的

结论”。这里提出的“物理性外因”还可以再讨论，但明确以“礼的理念被采用为现实的法令”为泰始《律》、《令》体制形成“内

在的思想性原因”，并且将之与《周礼》的影响联系起来看，确是令人钦佩的真知灼见。

参吴承仕疏证之《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之“注解传述人”部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 年。
见《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载其《诫子益恩书》。

张舜徽《郑学丛著》（齐鲁书社 １９８４ 年版）之《郑氏校仇学发微·条理礼书第四》：“《礼记·月令》、《明堂位》、《杂记》疏
并云‘礼是郑学’，良不诬已。”南宋魏了翁《礼记要义》卷六、卫《礼记集说》卷三七皆袭孔疏而强调“礼是郑学”。

《三国志》卷二五《魏书·高堂隆传》载明帝景初中诏“昔先圣既没，而其遗言余教，著于六艺。六艺之文，礼又为急，弗

可斯须离者也。”这是以礼为六经之要的观念。《宋书》卷五五《傅隆传》载其元嘉中论礼有曰：“所谓极乎天，播乎地，穷高远，

测深厚，莫尚于礼也。其《乐》之五声，《易》之八象，《诗》之《风》、《雅》，《书》之《典》、《诰》，《春秋》之微婉劝惩，无不本乎礼而

后立也。其源远，其流广，其体大，其义精，非夫睿哲大贤，孰能明乎此哉！”这是以礼为六经之本，《礼记·经解》篇孔疏引皇侃

云：“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与之相同。

《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载建安十八年五月策命曹操为魏公并加九锡，其文有曰“以君经纬礼律，为民轨仪”云

云。同书卷五三《吴书·阚泽传》载其曾“斟酌诸家，刊约礼文及诸注说以授二宫”，孙权每欲“增重科防，以检御臣下，泽每曰

‘宜依礼律’”。这是“礼”、“律”并举较早之例。祝总斌《西晋法律儒家化》一文已指出其西晋以来已甚流行。

参见廖平：《今古学考》之《今古学宗旨不同表》，收入李耀仙主编《廖平选集》上册，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９８ 年；周予同：
《经今古文学》二《经今古文异同示例》。



减出入。二是今文家往往精研一经恪守师说家法，古文家则提倡兼治诸经而会通其理；前者犹如法

家之学各守一端互有长短而各家竞作《律》注，后者则像法典规定的普适、互补，有类不同法典及其篇

章、条文之间的其理一贯。三是今文家好为微言大义而出非常可怪之论，古文家则重文字训诂、章句

疏通，据此出其义理；前者颇类于法官的自由裁量和以例破《律》，后者则合乎法典文句的自洽、自足，

及其施行、解释的强调正文和不容曲解。四是今文家说经往往“碎义逃难”而文句愈演愈繁，古文家

则直就经文为释而相对简约；前者近乎各种敕例的层出不穷，终不免左支右绌而盈于几阁，后者则如

法典条文的质直、稳定而无冗余文字。

凡此之类，均可表明就总体特征而言，今文经学似更偏于非法定主义，而古文经学则甚接近于法

定主义；古文家看待经典更像是切实可行的法典，凡人皆可遵守勿失，今文家眼里的经典则比比皆是

无上秘要，对此的践行决非是照章办事的机械过程。正其如此，从这两种经学体系和氛围中可以延

伸出来的法律和司法观念，及其为各种敕例和司法解释预留的空间大小，也就都存在着明显的反差。

这应当也是法律儒家化和制定法运动开启和发展于魏晋以来古文经学时代的原因之一。

五、修礼典与定《律》、《令》的相互驱动

在考虑法律儒家化与制定法运动的关联时，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魏晋以来的定《律》、《令》

与修礼典，已开始成为两个内在相关的定制活动。这自然是因为法律儒家化本来就是围绕着礼、法

关系展开的，其一方面是要以礼入法，从而势须清理礼文、礼制，借以统一或明确相关的准则和理念，

将之贯彻于《律》、《令》；另一方面又必然发生如何分配或安排礼、法规定，使之相互协调的问题，其大

要亦即前引东汉陈宠所述：“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即入刑，相为表里者也。”也正是在此基础上，

修撰礼典与制定《律》、《令》，在魏晋以来明显形成了相互驱动的关系。

《晋书》卷一九《礼志上》：

《周官》五礼，吉、凶、军、宾、嘉……汉兴，承秦灭学之后，制度多未能复古。历东、西京四百

余年，故往往改变。魏氏承汉末大乱，旧章殄灭，命侍中王粲、尚书卫觊草创朝仪。及晋国建，文

帝又命荀靑因魏代前事，撰为《新礼》，参考今古，更其节文，羊祜、任恺、庾峻、应贞并共刊定，成

百六十五篇，奏之。

这段记载说的是秦汉直至魏晋修订礼制的概要，对其所反映的问题的分析，可以说明三个阶段修礼

活动及礼、法关系的变化，有助于进一步理解魏晋以来修撰礼典与制定《律》、《令》的相互关系。

第一阶段，其述《周礼》中的“五礼”范畴为吉、凶、军、宾、嘉，而汉代“制度多未能复古”，是把按

《周礼》定“五礼”看作了礼制得失的标准。故其所谓“未能复古”，也是站在古文经学立场上的看法。

其所指的，既是汉初叔孙通以来所定礼制承秦而变化损益，却仍未能体现古圣王治道所示的礼、法关

系的现状①；同时也是指秦汉礼制的驳杂，即便到了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在今文经学占据官方地位

的前提下，古文经学特别是《周礼》所述的礼制范畴自难全面落实。②

可以为证的，如《汉书》卷二二《礼乐志》载成帝时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刘向借此奏兴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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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汉书》卷四三《叔孙通传》载其汉初与诸弟子共起朝仪，“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有鲁地儒生质疑“公所为，不合古”，

而叔孙通则谓其“鄙儒，不知时变”。可见叔孙通定制的宗旨即是适时通变，不以合乎古制为其标准。

《宋书》卷一四《礼志序》：“闵子讥古礼，退而致事；叔孙创汉制，化流后昆。由此言之，任己而不师古，秦氏以之致亡；师

古而不适用，王莽所以身灭。然则汉、魏以来，各揆古、今之中，以通一代之仪。”相当明确地揭示了“复古”后面的今、古文学消

长内涵。



乐有曰：

宜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让之容，以风化天下……今之刑，非皋陶之法

也，而有司请定法，削则削，笔则笔，救时务也。至于礼乐，则曰不敢，是敢于杀人而不敢于养人

也。为其俎豆?弦之间小不备，因是绝而不为，是去小不备而就大不备，或莫甚焉。夫教化之比

于刑法，刑法轻，是舍所重而急所轻也。

刘向娴于古文经学，此奏正是着眼于礼、法关系，指斥了当时法律非古圣王之法，礼乐又为人所轻而

亟待矨定完善的状态，从而反映了成帝以前礼乐未兴的史实，也构成了前引班固、陈宠之论的先声。

《汉书·礼乐志》后文又述：

今叔孙通所撰礼仪，与《律》、《令》同录，臧于理官，法家又复不传，汉典寝而不著，民臣莫有

言者。又通没之后，河间献王采礼乐古事，稍稍增辑，至五百余篇。今学者不能昭见，但推士礼

以及天子，说义又颇谬异，故君臣长幼交接之道蜪以不章。

这里的两处“今”，都是指班固所处的东汉前期。所述叔孙通以来制订礼仪，“臧于理官……民臣莫有

言者”一段，是说这些礼仪制度均以制诏形式下达生效，或被编为《尚书旧事》之类①，故与《律》、

《令》同被编录而收存于法司，却又不为所重。继而“河间献王采礼乐古事”以下，说的是古文经学自

武帝前后河间献王“修学好古”而开始兴起，《左传》、《周礼》等经典正是由此而传，“礼乐古事”亦得

刘德主持辑集而大体略备②，然至东汉却仍其义“谬异”而其道“不彰”。

又《后汉书》卷三五《曹褒传》载章帝欲定礼乐，褒与班固竭尽促成其事，褒上疏“具陈礼乐之本，

制改之意”；固则面奏“宜广招集，共议得失”。其下文载：

章和元年正月，乃诏褒诣嘉德门，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敕褒曰：“此制

散略，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使可施行。于南宫、东观尽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礼事，依

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写以

二尺四寸简。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众论难一，故但纳之，不复令有司平奏。

后文又载和帝即位，曾用褒所制冠礼，不久又因太尉张?、尚书张敏等“奏褒擅制《汉礼》，破乱圣术，

宜加刑诛。帝虽寝其奏，而《汉礼》遂不行”。显然，上引《汉书·礼乐志》所论，正是班固身与其事有

感有发，以见光武帝以来及于章帝虽颇留意于复古改制③，但礼制的总体状态亦如《律》、《令》一样不

能令人满意，亟待立其“大议”清源正本，来改变这种礼、法各行其事的局面。

第二阶段，《晋志》特别强调了曹魏王粲、卫觊“草创朝仪”之事，点出了其为西晋荀靑等人制定

《新礼》所“因”的史实。《三国志》卷二一《魏书·王粲传》载其任侍中在曹操魏国建立之时，卒于建

安二十二年，并称其“博物多识，问无不对。时旧仪废弛，兴造制度，粲恒典之”。裴注于此专门补充

了粲定诸制的一个实例：

挚虞《决疑要注》曰：“汉末丧乱，绝无玉。魏侍中王粲识旧，始复作之。今之玉，受法

于粲也。”

《决疑要注》是挚虞讨论荀靑等人所定《新礼》的副产品，因而这条裴注说“今之玉，受法于粲”，可

证王粲所定礼制不少为晋沿袭的史实。又卫觊先与王粲同为侍中“并典制度”，再任尚书则在魏文帝

代汉前后至明帝之时④，然则卫觊为尚书在“朝仪”上的制作，应是其与王粲定制的后续之举。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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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晋书》卷三○《刑法志》载建安元年应劭整理法书内有《五曹诏书》、《尚书旧事》等七种，“旧事”亦即故事，“尚书旧事”
当与同期卫觊整理的“台阁故事”相类，本书第二章第一节已述其要。

《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德传》。

《续汉书·祭祀志上》载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于雒阳城南七里，依?，采元始中故事”。“元始中故事”，也就是平帝

时王莽当政托古改制之故事。《续汉志》中此类例子不少。

《三国志》卷二一《魏书·卫觊传》。



引《晋志》所述“侍中王粲、尚书卫觊草创朝仪”之事，时间上应与曹操定《甲子科》至魏文帝以来定

《律》、《令》大体同时，这就透露了当时礼、法撰作本就相互配套的性质，“草创朝仪”则可能是有类西

晋制定礼典之举，从而说明了《新律》之所以修入“八议”而渗透了礼制等级内容的一个重要背景。

王粲、卫觊草创朝仪，虽因史载简略而其详难知，但也还有若干资料可以证其梗概。如《宋书》卷

一四《礼志一》载嘉礼先蚕之制：

《周礼》：王后帅内外命妇，蚕于北郊。汉则东郊，非古也。魏则北郊，依《周礼》也。晋则西

郊，宜是与籍田对其方也。魏文帝黄初七年正月，命中宫蚕于北郊。按韦诞《后蚕颂》，则于时汉

注已亡，更考撰其仪也。及至晋氏，先蚕多采魏法。晋武帝太康六年，散骑常侍华峤奏……于是

使侍中成粲草定其仪。

据此则魏文帝黄初七年按《周礼》所载重新“考撰”了皇后北郊先蚕之仪①，其制与汉在东郊殊为不

同。至晋定《新礼》之时，“先蚕多采魏法”，应可解释为大体沿袭了王粲、卫觊所定朝仪的内容②。直

至太康六年，方因华峤奏请而由成粲再次起草其制，先蚕遂与籍田相对而改在西郊。这个例子表明，

王粲、卫觊相继主持拟定的曹魏礼制不仅取鉴了《周礼》，且系重新“考撰其仪”而成，可见其定制过程

确与制定法的起草相类，而非相关敕例的汇编，故其不仅在内容上，也在形态上拉开了晋定《新礼》的

序幕，体现了汉代礼制向魏晋礼制的转折变迁。

第三阶段，晋文帝命荀靑、郑冲等制定《新礼》③，时间上适与《晋书·刑法志》载“文帝为晋王”而

“令贾充定法律”相符，且当时参与定《律》、《令》的十四人中，也正包括了郑冲、荀靑、羊祜这三位制

定《新礼》的重要人物。这都证实了西晋定礼与定《律》、《令》之间的联动关系，说明了泰始立法之所

以在以礼入法和儒家化程度上较之曹魏更进一步的背景。

据《晋书》卷一九《礼志上》载，荀靑等刊定《新礼》奏上后未即施行，太康初方由尚书仆射朱整奏

付尚书郎挚虞讨论之，虞集中讨论了其中十五篇，于元康元年奏上而获诏可，且曾上表论《新礼》所宜

损增者有曰：

臣典校故太尉靑所撰《五礼》，臣以为，夫革命以垂统，帝王之美事也；隆礼以率教，邦国之大

务也。是以臣前表礼事稽留，求速讫施行。又以丧服最多疑阙，宜见补定……又此《礼》当颁于

天下，不宜繁多。靑为百六十五篇，篇为一卷，合十五余万言，臣犹谓卷多文烦，类皆重出。案

《尚书·尧典》祀山川之礼，惟于东岳备称牲币之数，陈所用之仪，其余则但曰‘如初’。《周礼》

祀天地、五帝，享先王，其事同者皆曰‘亦如之’，文约而义举。今礼仪事同而名异者，辄别为篇，

卷烦而不典。皆宜省文通事，随类合之，事有不同，乃列其异。如此，所减三分之一。

从中可以看出，《新礼》的修撰，既要体现王者易代必更新众制的气象，又要表明和贯彻晋朝“隆礼以

率教”的国策，且其又称“五礼”，是为其体例到内容皆有本于《周礼》吉、凶、军、宾、嘉礼说的明证。④

上引文中另可注意的是，《新礼》共有一百六十五篇十五余万字，平均每卷（篇）九百余字，而挚虞

犹嫌其“卷多文烦，类皆重出”，有待“省文通事，随类合之”。其理由则是“此《礼》当颁于天下，不宜

繁多”，故须做到“文约义举”。这就说明《新礼》之修，一开始就是按“例直易见，禁简难犯”的制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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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周礼·天官冢宰》篇“内宰”之职有“中春，诏后帅外内命妇始蚕于北郊”之文。

可与相证的如《宋书》卷一四《礼志一》载嘉礼冬至日受贺之制：“魏、晋则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僚称贺，因小会。其仪亚于

岁旦，晋有其注。”是为魏晋冬至日受贺之仪相沿而晋又有所完善，“晋有其注”之“注”，指的是为之制订了专门仪注，西晋所定

《新礼》亦即“五礼仪注”，这个冬至日受贺仪注必在其中。

《晋志》前文称“晋始则有荀靑、郑冲裁成国典，江左则有荀崧、刁协损益朝仪”。《宋书》卷一四《礼志序》则称“魏初则

王粲、卫觊典定众仪，蜀朝则孟光、许慈创理制度，晋始则荀靑、刁协缉理乖紊”。

挚虞此表解释为何丧礼需要补定时说：“盖冠、婚、祭、会诸吉礼，其制少变，至于《丧服》，世之要用，而特易失旨。”说明

《新礼》正是把冠、婚、祭、会等仪注归入“吉礼”的。又关于晋以来五礼分类续有调整之况，参见梁满仓：《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

考论》第三章《五礼制度化的过程原因及意义》第二节《五礼制度发展的三个阶段》二《两晋宋齐———五礼制度的发育期》。



要求来展开的，且将与新《律》、《令》一样颁于天下以供取准。只是其面临的问题显然要较《律》、

《令》复杂，故两者虽皆始修于文帝为晋王时，有关礼制的核心内容及其分配安排亦当原则早定，但其

制定在泰始四年颁行《律》、《令》后，却还要十余年方得初步完成，其施行则惟元康元年挚虞讨论后，

奏上诏可了其中的十五篇而已。

但尽管如此，《新礼》的制定，毕竟还是构成了朝廷制定《五礼》颁于天下以为礼典的明确开端。

从曹魏王粲、卫觊“草创朝仪”，发展到西晋荀靑、郑冲主持制定《新礼》，这才大体完成了改革汉代礼、

法诸制各行其事而“大议不立”、“刑本不正”的局面，建立礼、法合一原则下的新《律》、《令》体制和五

礼体系的历史任务。

从上面的讨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以《周礼》“五礼”说为纲而制定的礼典，不仅是儒经有关礼事

范畴和理念的制度化，且其在编纂的程序、规范的形态及颁于天下指导礼事活动的作用上，都是与

《律》、《令》相当一致的。两者之异主要应是规范领域的不同，其强制性程度或亦因此而有所区别，但

违反礼典所示准则、规定者，恐怕也会像违反《令》所规范的相关制度那样，在《律》中有其相应的惩处

条文。

无论如何，魏晋以来礼典的制定，实与当时《律》、《令》内容和体例的变革相辅相成，其所体现的

既是法律儒家化进程的特定礼、法关系主题和必然要求，也是制定法运动随法律儒家化进程而明显

扩展的标志，是其在礼制领域的集中表现。从其后续事态来看，其实际上已经奠定了一个重要的立

法传统：此后各朝通盘立法，大都包括了或伴随着有关定礼活动，修撰礼典与制定《律》、《令》相互驱

动的关系，也就贯穿并持续地推动了法律儒家化和制定法运动的进程。

（责任编辑：蔡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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